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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实用主义启蒙的社会人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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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斯顿·哈斯特普

[ 摘　要] 　通过学科史的回顾 ,文章力图论证一次新的学科转向的可能性。 此种转向的理论倾向是实

用主义的 , 也即 ,在认识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之后 , 仍然相信某种普适性理解的可能;同时 ,作者提出地

志学转向作为具体进路。地志学转向力图恢复人类学对于世界物质性的关注 , 强调:社会空间与地理空

间在经验中是融合的 ,个人是栖居在特定世界中的。此种实用主义味道的地志学既克服了现象学把人

类学简化为琐碎故事 、直觉体验的弊端 , 从而保证了“彻底解释”的可能 , 也充分地承认了现象学所强调

的身体感知 、意念投射对于理解社会的那种浮现性质的重要地位。此种转向既是一种社会本体论 , 又是

一种认识论 ,同时也是对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重新理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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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最初是为“正视田野工作:全球化时代对于人类学的挑战”专题研讨会准备的 , 该次研讨会由 W.D.O.多

学科民族学学生研讨社于 2003 年在莱登组织召开 , 我对主办方 、其他发言者以及听众的帮助深表感激之情。

我要特别地感谢特约评论人 Peter Pels(他现在已是《社会人类学》的编辑)那深思熟虑而又中肯的批评 , 使得

我在发言稿的书面版本中厘清了自己的观点。

②　本文英文原文载于为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 f Social Anthropologists)出版的《Social An-

thropology》 2005 年第 13 卷第 2 号第 133-149 页 ,提要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在一个众多学科都在研究社会与文化、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采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方法的时

代 ,本文重新评价人类学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人类学的独特性并非简单地寓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

(社会或文化)或是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最近 ,詹姆斯(Wendy James)发表了一部关于丰富而拥

有多种面相的人类学传统及其现时面对的挑战的杰出论著[ 1] 。我力图对她的描绘做出补充 ,即对

人类学独特性提供一个清晰论证 ,此种独特性源于其与研究对象的特殊关联方式———这种方式能

够激发起结论性的知识 ,同时指向一种崭新而令人鼓舞的“转向” 。经由追溯人类学发展中的前几

次转向 ,本文出于人类学领域之恰切性考虑 ,认为它的力量在于能把民族志与认识论带入相同的

视域 。

现阶段的欧洲社会人类学充满了希望 ,至少就我们所知的它对关于社会世界(social w orlds)和

过程的知识的潜在贡献而言。如果这个时代也在政治和经济上使得学界同行们感到苦闷 ,那么同

样重要的是 ,这些人也被提醒了人类学的力量和必要性之所在 。这种力量和必要性来自人类学坚

持寻求生产关于日常的知识、关于遍及全球的普通民众生活的知识和关于个体行动与更大范围历

史间的社会形式与关系等 。在本文中 ,我主要关注在涂尔干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欧洲社会人类学而

非美国的博厄斯式文化人类学 ,虽然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也曾有过相当多的共同兴趣(这一点会在我

接下来的论述中显得很明显)。毫无疑问 ,涂尔干的遗产在于认识到人类的核心是其社会性。同

时 ,它拥有一个整体的视野从而能够全面地去分析社会形式 、个体行动 、集体信念 、物质约束和创造

性表达。所以 ,虽然文化是一个社会事实 ,但关键仍在于不存在一种“非社会的”人类学———一种把

“我们在人文学科 、诗作 、宗教或音乐中广为谈论的” ———援引詹姆斯的说法[ 1] 301 ———那种把社会

整合性弃之不顾的人类科学。



在 20世纪 80年代 ,人类学家普遍变得对于那些寻求分析社会体系和文化整体的宏大叙事警

惕起来 ,他们描述全球性的复杂现实和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以求稳健。由于那场关于表征问题的重

大辩论的警醒 ,许多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类学家丧失了拥有如下理论雄心的视野:经由那些独立于

不同世界描绘其自身的范畴(虽然他们并未失去这个视野)的术语去理解这个世界。一些人类学家

完全放弃了学科整合的理想。比如 ,穆尔(Henriet ta Moore)于 1996年宣称人类学不再作为一个学

科存在 ,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实践
[ 2] 1

。我要反驳这种立场。当我们勉强承认人类学

包含各种实践时 ,并不意味人类学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学科。上述观点所暗指的整个视野是人类学

家共同拥有的 ,同样也是对人类那本质上的社会性的基本承认[ 1] 298 。

我在本文的抱负在于完善目前关于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包含各种实践但整体上清晰同时有着

细微变迁的学科的解说。此种抱负并非是去开创一个拥有内在连贯性的诸多理论的新“学派” ,而

是一项去揭示如下事实的努力:人类学家所卷入的各个世界总会在分析和理论上留下其自身的印

记 ,反之亦然。在这种意义上 ,人类学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 ,同时明显地是“历史性的” 。为了恰当

地评价这种反思性的寓意 ,我们应首先回溯 20世纪中人类学所走过的几个步骤以弄清人类学意识

中的连续性与新的转向。它们是认清现今挑战的必要背景 。

回顾:20世纪人类学的转向

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人类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20世纪的产物 ,虽然它有着诸如进化论

和传播论这样的先驱 。这意味着人类学主要地是一门现代学术 ,以至能够稍具反讽意味地去关注

自身以理解正在消逝的非现代社会 。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曾认为西方人类学是受到

一种帝国主义怀旧之情驱动的 ———一曲对于为西方自身毁灭之物的叹息[ 3] 68 。虽然本学科的发展

无疑义地是渐进且远未整合的 ,但仍有可能在库恩关于范式的讨论的意义上辨识出一系列主要的

断裂 ,指出“领军人物”的沉浮 。经由回顾现代主义 ,阿登纳(Edwin Ardener)提出了关于英国人类

学发展的图表(图 1)
[ 4] 51

。

图 1　英国人类学中的现代主义

这个模型中的那些所谓的经典理论全都是“宏大叙事” ,一种试图通过一套通盘的方案来解释

所有社会或文化事项的现代主义雄心。这些解释有着各自的领军人物 ,在我看来 ,阿登纳的模型简

洁地指出了那些重要转向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在这些我们可以视之为人类学崭新转向的时刻产生

了新的写作类型 。先来看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 ,我们可以把它们两者都视为 20世纪中叶以前

的生物学转向的表达(如涂尔干所预示的那样)。对于马凌诺斯基来说 ,生物学通过作为文化的首

要原因进入他的理论思考 ,文化被视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并居于第二位的人

类的社会性需求的工具。对于拉德克利夫-布朗来说 ,生物学作为典范科学拥有一个更为严格限

定的地位 。他认为社会类似于生物有机体 ,因此人类学家应当着手通过从事具体社会的形态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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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和生理学(社会过程)来辨识社会的自然法则。

欧洲人类学的生物学转向是一战与二战间一股更大的、力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把学者们联

系在一起的思潮的一部分 ,后者建立在严格的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语言学领域也充满了这股思

潮 ,激起了这样一种观念:语言作为客观对象独立于口头语言而存在 。索绪尔早在 1916年就已经

提出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区别 ,并以此为基础在欧洲发展出一个成果丰富的普通语言学时代 。

不用去关注细节 ,现在已经公认:正是由于这个发展 ,语言学成为人文学科(包括人类学)中的范式

性学科。如果我们接受阿登纳的图表 ,语言学转向与于 1960年代来临的结构主义最终取代了生物

学。1960年代的人类学总体上是一个充满重要质变的时代 ,这源于殖民主义的终结和“部落民族

志”走到了尽头[ 5] 。

语言学转向在上述时间之前就已经在荷兰人类学中流行———De Josselin de Jong 的著作中就比

较明显 ,但如果我们继续承认阿登纳对那些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描述 ,结构主义就只是主要地与英

国社会人类学那决定性地从功能迈向意义的一跳(就像埃文斯-普里查德在那之前所宣称的那样)

相关联的 。在我看来 ,结构主义的法国版本很可能是所有现代主义宏大叙事中最为气势磅礴的 ,因

为它试图包容人类所有的历史与思想 ,也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是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 。他的所有作

品是语言学转向最为全面的例子 ,他的观点大致明确地表现于其在 1952年一篇纲领性文献中的宣

言:语言和文化都是类似的逻辑运作过程的表现形式[ 6] 67 。如果法国结构主义能够被视为人类学

中现代主义的高峰 ,那么它也促成了对于理性主义者的理论遗产的逐渐侵蚀 ,后者包括了现代主义

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比如世界能够如其所是地为我们所认识 。取而代之的观点含蓄而明确地认

为世界只能被理解为例如一种语言或一种结构之类的东西 。关键在于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描述的清

晰性难以实现 ,除非通过运用某种模型或者理论 。那些术语和隐喻 ,简言之种种科学的“转向” ,型

塑了理论的可能性并且使得注意力投向某些现象而非其它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

视为下述观点的先驱:文化并非客观地在我们之外存在的实体 ,反而仅仅是被人类学家所书写出来

的。当此观点得到最后一次表达时 ———主要通过如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等美国人类学家[ 7] ,后现代

主义以及关于表征的争论正在热烈展开 。

有很多种方式来定义后现代主义。在这里 ,我把它简单化地当作一个概括性范畴 ,以代表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 ,对于下述思潮充满日渐强烈的反对之声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典范地位———正

如在生物学转向中表达出来的那样;总体而言与语言学转向 、特别地与结构主义相关的那种强有力

的理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一种指向已经成功建立的人类学范畴 ,比如文化 、语言及社会等业已

成为学术术语的诸多概念的新怀疑主义产生了;因此不用惊讶 ,后现代主义包容了各种趋向的后结

构主义。

文学转向(literary turn)在 1980年代取代了人类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前者把文学而非语言当作

社会与文化的模型(这是阿登纳的图表停止之处 ,因为在他的时代 ,他除了察觉到人类学将会以某

种方式超越现代主义 ,仍无法看到学科会走向何处)。虽然这次转向与表征争论中的美国先行者相

一致 ,欧洲人类学中的文学转向很大程度应是归功于博厄斯和格尔兹的传统和有力地开辟了道路

的荷兰及英国学派对于符号学的兴趣。英国“符号人类学”弥补了对于语言的直接兴趣 、范畴的意

义与处于另一面的文化的解释 、对象化的力量两者间的鸿沟[ 8] 。也有人认为欧洲人类学中的文学

转向只不过是语言学转向的持续 ,虽然其时存在一种独特的对于现实的叙事建构的新兴兴趣 ,此种

兴趣蔓延于包括传记文学到人类学的范围。此次文学转向有着两个方面的意涵:一种方法论上的

策略 ,使得能够通过不同程度的叙事范畴来分析世界;对于那种认为学究式的关注能够直接地去理

解世界 ,或者世界能够确实地如其所是地被认识的现代主义观念发起了认识论上的攻击。这就是

各种社会建构论取向的背景 ,这些建构论常常自相矛盾地忘记了等式中的社会部分(the social part

of the equ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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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趋势也是 1980年代及其以后人类学中那股强大的诠释学倾向的前提 。在美国 ,格尔兹预

示了这种倾向 ,他宣称人类学家是越过当地人肩头读解文化[ 9] 。现在下述看法已被作为事实接

受: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文本” ,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审慎地去读解那些漂浮于世界之中的文本 。这

些文本渐渐地成为我们所说的“话语” 。

上述诠释学趋向与本世纪近二十年来中另一个重要观点紧密相关 ,也就是现象学。正如杰克

逊已经指出的那样 ,现象学的观念包容了人类学中的诸多观点 ,但其核心在于:一种对于一个并非

简单地 、杂乱无章地或意识形态地建构起来的世界的共同关注[ 10] 。这种关注同样适用于人类学家

所关注的社会世界。梅洛-庞蒂指出:

我们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比任何明确的感知或判断都更为深

刻。将我们自身置于社会之中 ,就像把某个客体放到其它客体之中 ,以及把社会作为思维

对象置于我们之中 ,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两种做法的错误都在于把社会当作一个客体 。

我们必须返回到那样一个社会 ———我们与它的联系仅仅因为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本身 。在

任何对象化之前我们与它如影随行 ……当我们去认识或评判社会时 , 它已然在那儿

了[ 11] 。

对于一些人类学家来讲 ,现象学方法激发了如下未经证实的观点:认识社会世界只需简单地将

自己托付于社会并运用直觉来与之打交道。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在其谈到人类学新的研究对

象时提供了如下例子:

这就要求按如下方式来理解表征:把它当作与被表征之物相连续 ,而非前者悬置于后

者之上或两者相分离 ……所谓认识 ,就是将认识者托付于现象而非在现象之上去思考

它
[ 12]

。

是的 ,我们不能忽视从(所谓的)当地人观点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努力;但是 ,把认识者托付

于现象 ,这种意义上的认识并不一定是所有的人类学智慧。正如梅洛-庞蒂在一次关于现象学的

纲领性宣言中再次提到的那样 ,“回到实事本身 ,就是回到一个先于知识的世界 ,在其中知识本身会

发表意见”
[ 11] Ⅸ

;知识述说之物正处于知识与其同伴分离之处。然而 ,某些人类学家所采取的回到

实事本身的转向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寓意:一种面对世界的无理论性姿态 ,某种含混的经验性观

点 ,以一种直觉的在世感作为基础———以至于人们可以谈论关于细枝末节的粗陋故事。当它确定

地去寻求粗陋故事和细枝末节时 ,我所理解的现象学就未能克制住进行普适化的倾向。然而 ,它可

能提出了关于普适化的种类和范围的问题 ,使得我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指出并重新承认:生

活于世界之中(living the wo rld)和认识世界之间的可能鸿沟。

所有理论都是人类进行认识的产物 ,这种认识与其认识对象是相分离的。作为现象学之父中

的一员 ,胡塞尔已经认识到这就是世界与我们对其的理解之间的断裂
[ 13]

。这个观点并未降低人类

认识的价值 ,但其质疑了那种现代主义(及实证主义)假设:我们能够轻松地照着世界本身的样子来

描绘它。这个假设又与下述观点相联系:把科学视为一种澄清混乱(clarification)的雄心;而这正与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说的彻底(radical)解释相反———它之所以是“彻底的”是因为它有别于

那些已经漂浮在社会空间中的种种(地方性)解释
[ 14] 125

(试比较文献[ 15])。戴维森的解释无疑拥

有胡塞尔所赋予我们理解之中的现象超越现象本身的优先地位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明白我们

所谈为何物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一种特殊的解释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需要再次提到

的是 ,在诠释学与人类学中关于表征的争论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密关联 ,它们都坚持人类学知识的应

有地位及对其的偏爱 。尽管诠释学和现象学源于不同的哲学传统 ,它们却在后现代人类学那里趋

于一致了 。延续阿登纳的框架 ,我们可以像图 2那样来描绘后现代思潮(及文学转向)。

需要强调的是:从现代主义(包括生物学和语言学转向)到后现代主义这个最为重要的转折及

其与文学转向的融合 ,很可能是人类学的基本目标从澄清混乱到彻底解释的暗中转移。这个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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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类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普遍深入 ,导致我们确定无疑地将会超越那种

把文化简单化的形而上学观念 。以我们处于这

些变化之后的冷静眼光来看 ,现象学远非把人

类学简化为了琐碎(且不合逻辑的)故事 、直觉

体验 ,而是赋予了人类学实践中如下这种必需

的双重意识以形式和实质———也即意识到这样

一个世界:一方面它拥有民族志细节和实践着

的 、具体的生命个体 ,另一方面它也拥有知识得

以可能的条件 。简言之 ,我认为现象学和后现

代主义更具建设性的遗产在于认识到在人类学中 ,民族志和知识论构成了同一幅图像。

现在的挑战:重塑田野

来自后现代阶段的一部分经验是:人类学自身所关注的兴趣的特殊领域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

决定了个体行为的抽象社会系统。正如格尔兹于 1995年指出的那样:

被赋予了语言、在历史中生存的人类或多或少都拥有意向性 、愿景 、记忆 、希望以及情

绪 、激情和判断 ,这些都与他们所做 、他们如此做的原因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种力图单独

地通过强力 、机制和驱动等概念 ,以及紧密的因果系统中客体化的变量丛等 ,去理解人们

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努力看起来是不会成功的[ 16] 127 。

这种观点听上去是正确的 ,但它并不一定使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个体主义成为必要 ,也不会像

某些叙事人类学所暗示的那样导致传记文学和人类学的混杂。很大一部分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

上的民族主义”(或“文化主义”)都赋予了系统 ,也即整体 ,相对于个体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优先地

位。这种取向在生物学和语言学转向期间都进展得相当顺利 ,但我们并不能在现代主义者终结之

后去反驳这种取向。恰恰相反的是 ,各种后现代思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采取了与上述倾向相反

的立场 ,并赋予了个体行为以逻辑上的首要地位 。现在看来 ,上述两种立场都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

它们复制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那种并不合理的对立 ,无论是称之为结构与能动者 、社会与个体还是

历史与个人传记 。在这个时代 ,人类学努力去超越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时代那隐蔽的决定

论。任何做过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人都会认识到:个体既没有言说文化的真相 ,也没能完全游离于文

化之外。

因为田野工作不再被视为一项描绘社会体系并阐明其性质的事业 ,反而成为参与现时的社会

世界并对其进行彻底解释的工作 ,人类学家都会只去强调整体与部分的内在相关 ,尽管这些术语都

是被限定的。无论这个整体是由某个地方性共同体(并且仍然那样地存在着)、一处建筑遗址或是

一处戏剧舞台构成 ,同时 ,无论部分被视为共同体的一个个体成员 、一位泥瓦匠或是莎士比亚戏剧

中的一位演员 ,人类学家必须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集体性的感知与个体感觉之间的共有寓意 。作

为“仪典动物” , “所有人类行为都以某种方式与拥有文化上的特定重要性 、同时人人参与其中并形

成互动的人生舞台相互关联”[ 1] 7 。此时 ,我们遇到了一个关于感知的问题:社会表现为所与之物 ,

同时决不引人注目 ,又一直隐藏着其自身的或然性和突兀性(emergence)[ 17] 7 。人类学家必须同时

关注社会的驱动力(对于行动者来说)和它的偶然情况(从外部视角来说)。

因为个体从其本质上来讲都是某个更大的社会空间的一部分[ 18] ,但他们同时也表现了这个社

会空间的非连续性[ 19] 154 ,所以社会空间实际上一直会处于竞争之中并被重新塑造。田野工作揭示

了在实践中共识是如何达成或被破坏的 。社会空间是不断变化的 , 正如米德(Geo rge Herbert

M ead)那恰如其分的描写。他于 1934年讲到:“当某人调整自己的状态以融入某个特定的环境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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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但与此同时他也影响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共同体” 。[ 20] 215

个体与其共同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自己浮现出来(emergent)而非预先

确定的 。这并非意指田野是由人类学家建构出来而不是真实存在 ,但它却说明田野是随着分析的

对象与范围而变化的 。前述观点也意味着:人类学知识使其自身从属于这样一些过程 ,在这些过程

中 ,社会应付着个体实践并被后者界定;人类学知识也从属于这样一些过程和制度 ,那些浮现出来

的整体在其中一再地被客体化为某种给定的社会形式 ,它进而提供了一些共享的图景 ———人们能

够将其主观理解附着于这些图景之上。

正是那种去理解和超越对于即定世界的主观感知的愿望使得人类学家进入田野 。即使那种通

过人类学视角去仔细观察无处不在的文化的观念业已失效 ,田野工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

过关注那些即时发生的行为和所谓“存在的事件(eventness of being)”
[ 21]

,我们才能够接近那些使

得社会作为一种客观力量浮现的过程———而这种客观力量也悖论性地促成了对于没有先例的行为

和事件的型塑。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被明言的 ,这正是人类学能够对理解日常生活中

浮现出的复杂性做出真正贡献的地方———在时间中书写历史(making history w ith time)。

当全球性的复杂现实取代客体化的文化或社会成为人类学致力于思考的全部重心之时 ,人们

就迈出了朝向认识社会形式的突兀性质的惊人一步。现代人类学那具有自相矛盾意味的古物气息

———它研究文化过去的面貌———已为它对于现时代的真正兴趣所取代了。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 ,

全球化本身很快就被客体化并被简单地用以表示当今时代的文化混融、文化潮流的交叉状态和各

个社会世界总体上的混杂状态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 ,上述兴趣阻碍了对复杂性———存在于所有时

空的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更为敏锐的理解的可能。

在人类学家投入了他们专一注意力的日常生活层面 ,社会空间中对于连贯性和客观性的感觉

———作为一个社会或其他拥有(被意识到的)共同利益的共同体 ———是通过个体对于相对简单的社

会规则的实践和应付而得以浮现的 。那些被广泛承认的所与之物 ,虽然不一定被称为“规则”(关于

婚姻 、关于财产的流转 、关于领导权的归属),被运用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与谁结婚 、在哪里耗费金

钱 、选举什么人物)。上述意义上的规则既未被完全理解 ,也未被盲目地遵循;它们是使得人们感知

到“我们”这样一个视野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 22] [ 25] 。社会世界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并经由个体行动

得以浮现 ,从而把相对而言较少且简单的成分整合进那看似内在连贯又极其复杂的整体。某些因

这样而产生的模式被制度化从而比个体行动更为持久;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讲 ,它们变成了“客观化

的历史”(objectified history)[ 26] 。即使这样 ,它们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确认。社会规则的有效

运作 、社会的得以可能都只能通过人们的行动 。在行动中 ,他们把自身理解为某个“我们”的内在之

物[ 22] 173 。

社会空间所导致的复杂性———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不能将之与个人主义相混

淆)———不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 ,但当人类学家以一种类似于地方人士的方式将自身放逐于充满个

体与社会间张力的田野之时 ,此种复杂性就能够被感知到了 。因为社会并不(仅仅)是各种事实的

集合 ,它也是种种制度化过程及其之间的那些关联 ,因此它不能够以这样的状态被直接观察到或被

证实。这并不是说社会就是不真实的 ,而只是认为其真实性必须通过理论性语言来表达。在这种

意义上 ,社会无疑是被书写出来的 ,人类学不能够回到那种直接去接近客观现实和种种表征的现代

主义假设 。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把幻象(illusion)作为理解下述过程的关键;面对他们眼中那些正在

进行而且与已相关的人生戏剧(drama),人的参与其中并渐入佳境 ,通过这些行为 ,社会得以可

能[ 27-28] 。我们要从“形式的悬念”而非情节的悬念的戏剧性感觉来理解幻象;戏剧吸引演员和观

众的地方并不在于结局的不确定 ,而在于到达结局的过程。直到落幕 ,参与者都会沉浸在完善故事

的兴趣之中 。上述观点适用于所有社会空间 ,能动者在其中通过自身的行动逐渐认识到他们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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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剧” 。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视野和关注日常生活的短时段视角;在上述

范围内 ,人们扮演着各自在某个更大并超越其自身的架构中的角色 ———因为这个架构在时空上与

其他人 、其他时刻及其他故事相关联。与之相反 ,自我会在常常带有深刻社会性的情节结构中作为

个性人物而浮现出来 ,社会现实不能够被简化为整体或是各个部分。

整体与部分的相互构建对于田野之于我们的意义和田野工作所生产知识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寓

意。关于文化的知识并非自动生成 ,它也不允许把个人传记在各处的泛滥都说成事关历史 。问题

在于我们如何在个人与共同体 ———一与多———之间建立联系 ,同时又不用把某一方简化为另一方

的副产品 。在方法论上 ,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进入对象;做田野看来并非简单的如何获取信息 ,而是

求知活动的展演方式(参见文献[ 29] 3)。在一种远远高于简单比喻的意义上(我追随如下论述: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 30]

),作为一个社会空间 ,人类学家所进入的田野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领

域”(参见文献[ 31] 117)。

个人与社会在微妙互动中得以发展 ,这正是我们经由田野工作的收获 ,我们卷入田野并逐渐认

识到不可能取得不受约束的客观知识。正如 Tim Jenkins所说:

“主观性”是去做田野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类学家被卷入构成社会生活的系列事件 。社

会生活中没有客观真理 , 而很可能仅仅是由那些关于真相的种种排它性说法一起构成了事

件[ 32] 443 。

此种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指向了一种独特的关于感知(perception)的民族志模式 ,它由丰富的社

会关系所组成。这就是那种通过关系创造知识的人类学的特征[ 33] 。在这个领域 ,人类学家通过私

人关系与人们建立联系 ,去研究人们之间如何有意识地建立关系 ,他们如何通过其行动以进入更大

范围和未知的社会关系———从而促成一种整体观念。田野工作的针对性正在于进入其他人生活的

社会世界 ,并进而在这个无定形的范围中把自身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进行定位。人类学仍然是一门

尺度较难把握的科学 ,它需要在关于细节的混乱叙事与“抽象概念的暴力”[ 34]之间找到一条自己的

道路 。这个尺度并非简单地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联而变 ,而是需要认识到:社会能动者轻易地陷

入那个无尽的再情境化过程之时 ,社会形式自身在其间变动其范围。

如果 Christina To ren谈到如下观点时是正确的话(我相信她是的),“作为人类 ,我们拥有一个

共同的世界 ,但正如民族志所极力阐明的那样 ,我们使世界符合于我们自己对于它的说辞从而在其

中生活 ———这对于某个西方科学家或是某个斐济酋长来说都是正确的论断”[ 35] 107 ,那么我们就必

须进一步去探究共享的世界和主观说辞之间的张力这个领域 ,它能够产生新的种种本体论———从

地方性观点来看 ,这些是所与之物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 ,它们却是偶然性的 。经由田野工作以

及对于实践中的社会的复杂性和范围的关注 ,人类学对人类智慧做出了非凡贡献 。通过对于社会

本体论生产过程的比较性洞见 ,人类学展示了历史的可塑性和替代性做法的可能性 。如果主观性

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也是值得的 。我们不可能不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去接触到它。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说人类学之于知识的贡献是以民族志为基础的 ,后者的价值并未因为它被

作为一种“方法”(常常只是指调查者真正去与人们交谈)引入其他学科 ,或是仅仅被作为一种收集

数据的方式(附上对报道人的直接引述)。在人类学中 ,“民族志”的意涵还有很多 ,它既非简单地是

一种方法(作为田野工作的同义词)也非对于地方性事实的那种独特的浓厚描述 。上述两者都被归

于对世界的一种独特感受 ———包容了对于地方独特性 、复杂性的反思意识和尊重 ,以及表征行为所

暗含的理论性介入的那种认知模式 。正如已经指出的 ,民族志与认识论会同时出现在人类学目标

中。在这个意义上 ,民族志常常超越了它自身 。最近 , Jean和 John Comaroff认为现今的挑战在于:

要建立一种拥有民族志基础的现时代的人类学以化解在理论与方法之间那种假定的

区分 ,拥有诸多面向的此种人类学力图去解释:地方性与超地方性相互建构 ,同时制造出

差异与共同点、并接与断裂的方式 。正如对其的要求 ,这种人类学应当使得人类生活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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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互交错的命运———人们随时都会碰巧度过这样一个阶段———拥有意义 。[ 34] 172

命运的交错并非轻易可见 ,所以我们在理解个人命运和更大范围的历史时必须用心记录社会

生活的真实细节并且敢于去进行理论说明。上述意义上的理论说明并不会使我们回到宏大叙事 ,

而是会带给我们一种更新了的连贯性感觉———“这种连贯性即非范围广泛 、始终如一也非从来就有

或是缺乏变化 ,但它真实存在”[ 36] 224 。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去感知那些潜在的关联 ,也就是从所

谓内部视角而非从在其之上或某个客观的视角去进行观察 。最近的一本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聆听无声之言 、看到未画之图 、觉察到那未被表现出来的 ,并进

而去寻求那些明显可见但仍未得到地方性表述的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联。要达到这个要

求 ,人类学家所努力从事的那种田野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 37] 23

我们再次看到了“社会人类学卷入了……重铸那些明显可见与潜在的(社会各部分)之间关系

的计划”是怎样一回事[ 17] 7 。此种重铸以对于社会生活的直接研究作为基础 ,但田野工作实际上只

占据了人类学家生命中的一小段时光;虽然它一直激发着人类学事业的想象力 ,但做田野工作的时

间仍然比不上人类学家花在研读文献及做实际上与历史学家一样的工作上的时间
[ 1] 302

。

此处我们所说的这种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对于在田野中和学术前辈进行不断对

话的重视以及因此产生的对于人类学自身历史性的了然于心。在另一个层面 ,用上面介绍过的戴

维森的术语来讲 ,上述观点支持把我们事业的目标定位于某种彻底解释而非澄清混乱。

更进一步的是 ,像上面的讨论那样把注意力投向社会复杂性也让人类学家意识到了:使得社会

得以可能的那种经验剩余 ,并非所有经验都可以化约为知识[ 10] 3 。换句话说 ,人类学揭示了这样一

个事实:事件 、行动和思想的历史性的剩余是很常见的 。它们的继续存在不一定有助于促成我们眼

中那些更大的秩序 ,但是它们给新的历史性转向提供了可能的进行反抗的场所或力量源泉 。上述

观点同样适用于人类学中思想的“剩余” ,它拒绝任何对其历史的简洁描绘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的篇

幅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又发现了人类学之于知识的一处真正贡献 ,它建立在我们之于所研究世

界的独特关系这个基础之上。

为了重新建立一个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但仍然拥有其真实性的合理的兴趣领域 ,我们必须

认识到哪些事物不能够成为地方性知识 ———扮演各自角色的诸多个体实际上意识到了那个客观的

整体 ,在此之外 ,个体因其行动而作为社会角色出现。通过认识活动的展演模式及其内在反思性 ,

人类学在一种十分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了整体架构是如何成为一切事件中的一部分的 。个人与世界

都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即使个体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那也并不必需某种变迁

感 ,因为伴随着复杂性从深处浮现 ,整体架构就跟随着个体行为发生变化了 。社会生活的动态框架

构成了这样一个人类学的田野 ,它是关于复数意义上的世界 、历史和各种规模的社会形式的独特而

重要的知识的源泉。

向前看:一次新的转向 ?

在把研究领域重新设定为某个动态框架之后 ,我们就可以重新表述人类学知识的性质 ,并把先

前的一些洞见进一步推进到一个新的转向 ,那就是:一组关于隐喻 、关注点及视角的全新组合 ,它们

使得我们能够去重新理解社会形式和个体行动。在这个现代主义的时代 ,大部分人类学成果表现

为关于异文化及其社会关系的知识;它们主要是由关于(他者的)社会系统和思想的结构的本体论

陈述构成。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成果在如下三种意义上把自身定位为客观的知识:它把自身与

客观对象相联系 ,它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得到的 ,它自身也会变为能够被掌握和重复利用的一种客观

资料 。这种观点渐渐地失去了生命力 ,我们也认识到:在人类学中被当作本体论的大部分东西实际

上扎根于我们对于它们的体验之中 ———通过它们被记录或是被压制的方式 。在如下两种意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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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已经被(至少是含蓄地被)视为是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它把自身与人们之间或是人与客体之间

的关系相联系 ,它是在进行对话的场域中显现出来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文献[ 38])。

如果像上面的讨论那样认为在对于“所与之物” 、“规则”的地方性感知之外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是浮现出来的 ,也没有确定的本体论地位———无论它是一个文化 、一个社会或是共同体———的话 ,

我们就需要继续去重新界定田野。很明显 ,当我们去进行分析时 ,必须保持一种闭合感;网络必须

被“切开” ,也即是意指使关系性知识获得某种暂时性的客观化
[ 38]

。总而言之 ,对于关系性知识的

承认仍然对于人类学家可能冒险进行的普适化———没有它他们就不能满足其超越民族志环节的雄

心———有着重要的寓意。人类学家不再进行为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对文化或社会(也即是说没有

遗漏)的“横向”普适化 ,他们转而投入对那些过程的垂直性普适化(及其不同范围),通过这种垂直

普适化 ,意义和实践成为暂时性的客体 ———这个过程发生于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之中。

我们现在已可能会看到人类学知识如何与某种特殊的认识论相联系之处 ,在这里 ,与客体的关

系或必要的认识模式又返回到客体本身。Tim Jenkins指出 , “建立在外部观察者与研究对象之间

关系之上的解释 ,就好像是对象本身的固有之物”
[ 30] 443

。如果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通过社会关

系获得信息 ,这种关系的层面就会对于如下过程有着更为普遍的影响:事实首先是作为关联性而成

立的 。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人类学中融合了。

这就导致了关于证据的一个特殊问题[ 38] 。在实验科学中 , “证据”一般是指物质事实 、统计相

关性或者至少也是在具体分析中独自出现的某种现象。在人类学中 ,当人类学家开始去理解客体

之时 ,如果之于客体的(社会)关系已经作为一部分置于客体之中 ,民族志就不能够从调查的理论性

(或是 、实际上也是道德性的)目标中脱离出来 。更进一步 ,因为人类学知识以特殊的 、历史性的社

会关系作为基础 ,研究对象与调查范围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被简化为一种在成果的最后表述中会

被清除或抵消的标准关系(就像在光学中会忽视已知的某个透镜的折射)。经验本身不能被作为传

统意义上的证据 ,因为经验不可能来源于处于经验被设想为证据的那个情势之外的某个观察者 。

田野工作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情势” ,经验 、解释与评价在其中构成了一个没有裂痕的整体。

对于人类学中一个刚开始萌芽的新转向的确认嵌于以上讨论之中。牢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的教训 ,人类学又向前走了一步 。若不深思 ,从世界那显而易见的复杂性和经验的独特性的视角

来看 ,仍旧保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的)细微叙事(正与现代主义的种种宏大叙事相对)的范围

之内是明智的。然而 ,这种办法仍然自相矛盾地是实证主义的 ,同时其中隐含着如下观点:把学术

事业简单地等同于是去澄清混乱。若就人类学是去进行彻底解释并且尝试说明各个部分如何构成

一个浮现出来的 、也许能被客观化的 、并且影响认同和能动性的整体而言 ,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就

不能够取代人类学知识。我赞成詹姆斯的意见 ,也即“人类学家有着这样一种直觉:在社会生活的

潜在形式之中 ,存在远多于表面事物或能够通过个体成员的日常语言加以描述之物的某种系统性

特征”[ 1] 298 。

此时我们不是要回到宏大的现代主义理论 ,确切地讲 ,我们是在希望人类学的一种实用主义基

础得到承认。在我看来 ,它包容而非抛弃了后现代的现象学和诠释学思潮 。谈到实用主义人类学 ,

我们会听到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 ey)的回应 ,也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米德(Geo rge

Herbert Mead),但考虑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这些年月及其诸多经验 ,我们要比上述几位

走得更远 。实用主义的人类学承认理论并非对于人类所拥有的困惑的最终答案 ,但它却是———转

述詹姆士
[ 39] 46

的话 ———我们借以对付社会复杂性的暂时性工具。关于世界的诸多理论是在谈论

同一个世界 ,并且都有着真实的影响:它们的抽象没有显著的差别 ,也没有造成真正的不同 。在这

个意义上 ,不仅在被研究的社会世界也包括在学术场域 ,意向和后果是连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人类

学完全脱离了现代主义的种种形而上学假设 ,并且超越了(后现代)现象学那种看重具体现象的潜

在正当性。实用主义人类学承认它自身对于去感知世界的贡献 ,一种没有自身兴趣所在的人类学

·5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次转向也会去修复社会生活中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之间

的平衡 ,这种平衡是为文学转向中对于(有些夸张地讲)杂乱说辞(discursive)和叙事的兴趣的潜在

唯心主义所打破了的 。同时 ,这种新的研究取向也会把现象学对于身体感知、意念投射的空间性的

关注推进到一个比现有关于实践与体验的理论更为全面的结论 。梅洛-庞蒂指出:

空间与知觉普遍地在主体的心中表现出他出生这个事实 、他身体性存在的永久性支

撑 、那种比人类思维更为久远的与世界的联系……空间的基础在于我们的真实性 。它既

非一个客体 ,也不是对于主体各部分的整合行动;它既不能被观察到———因为它是任何观

察活动的先决条件 ,也不会从建构过程中分离出来 ———因为就其本质来讲 ,它早已被构建

出来 ,因此它能够不用现身 ,就不可思议地把其空间规定性赋予景观。[ 11] 254

那种比人类思维更为久远的与世界的联系 ,人们总是生存于地球的表面并受地貌 、地形 、土地

肥沃程度的影响 。这些特点“给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基本界限 ,不只是我们的种种实用性活动 ,也

包括我们对于差异化空间的系统特性的概念化理解 ,以及我们对各空间的适应”(James 2003:

213)。

可以认为 ,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在经验中是融合的。不可能“在思考中忘记了”社会生活实际

上的地理位置;生活总是在地面之上的 。空间的运动记录了大地之上的社会生活 ,随着时光流逝 ,

某些道路不再存在 ,一些路线显得比其它的更为自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再次引用詹姆斯:“对于

自然空间的体验及在其间的游历 ,是人类那种特有的、生存在一个`格式化的'社会空间的感觉的一

个最为普遍的基础 ,这从童年早期和最早的记忆就已开始” 。

为对这种社会-物质性空间进行理论化(为更恰当地理解),我们需要建立外部空间与身体空间

这样一个双重视域 ,在此背景下 ,个体得以凸现
[ 40] 287

。外部空间不是一个人类学家有权优先接近

的形而上学空间 ,把自身置于所调查田野之中的某处的雄心 ,取代了那种认为我们能够站在某个特

殊领域之外或其上的观念[ 10] 9 。外部空间只是相对于特殊的各个身体空间而言是外部的 ,两者都

是完全意义上的物质性空间。认真地谈论具身化 ,就使得来自潜在的叙事或杂乱说辞的唯心主义

的经验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世界的物质性要素不只包括物理环境 ,它很大程度上更是指其他每个

社会行动者及其身体性的各种感知和意念投射[ 28] 。

如果我尝试着去为当前这个转向命名的话(它仍在发展因此并不明确),我会认为我们正接近

于一个地志学(topography)转向 ,它再一次警醒我们注意世界的物质性 、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 。地

志学意味着对于地貌的详细描述:它把地理学 、定居点 、政治边界 、法律事实 、过去历史的遗迹和地

名等融合进对于各特殊空间的一种综合性知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容纳了所有这些特

征 ,个体如果不给予他们意念所投映的空间的地志学事实以足够的注意 ,他们就不可能扮演其各自

的角色 。我力图在这里确认的这个“转向”不是要回到一般意义上的绘图法(cartog raphy)及地图绘

制(map-making)。就地图本身来讲 ,它的基础是一种绘图学幻象:寻找道路 、制图———这两者都是

地图从根本上得以存在的过程 ———和假设地图是世界的直接表征[ 41] 234 。与之相反 ,地志学转向的

高明在于:通过社会能动者寻找道路的过程 ,从物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认真地看待他们的运动及其

开辟的道路。地志学的具体性和物质性使得它拒绝抽象地图(被表征的主权),同时它与对于环境

的亲身体验和实践掌控紧密相关[ 41] 239 。意义重大之处在于 ,地志学也意味着对于社会生活在时间

上的暂存的确认 ———直接绘图(作为表征)的观念里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把地

志学观点和舞蹈艺术(choreography)的丰富观念结合起来 ,以作为关于空间实践行为的一种独特社

会构成(比如文献[ 1] :5 , 91 ,101)。在社会地志学观念中 ,地理学 、历史 、舞蹈艺术和社会形式融合

在了一起 。

我们已经看到地志学的观念是如何启发了新的洞见 ,并对旧有看法有所增进;这些洞见都是带

有人类学味道的 。栖居(dwelling)在特定世界的个人在生活中有着他自身关于即定形式和社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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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绘图学幻象 。因为整体架构常常是事件的一部分 ,所以不存在对于每次行动之于社会形式的

实现的作用的直接感知。地志学的隐喻在当前许多争论中都已开始出现 ,路线(routes)、空间性的

实践 、视野 、运动 、栖居等等现在都已是耳熟能详 。总而言之 ,这是对于世界的物质性的兴趣的复

兴 ,包括人们所居住的物理环境 、他们所运用的物质对象 、近于自然力量的社会制度 、历史的具身化

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的推动力 。在许多方面 ,关于实践 、体验和具身化的种种人类学和现象学

兴趣的结合已经对于承认世界上那无处不在的物质性做出了贡献———虽然仍未在理论上把它归为

社会的一部分。这就是当今的挑战所在。在我看来 , 20 世纪 90 年代的景观(landscape)人类学也

对当前的地志学转向有所推动[ 42] 。它论证了种种景观并不简单地是行动的背景 ,而是行动的内在

组成部分 。通过对于如下过程的敏锐的民族志分析———人们不顾及人类学对于地方化文化的贬

低 ,将其自身投入充满道德价值的场所之中———这种取向的预示意义相当重大
[ 43]

。公开宣称某种

新转向(当我们仍在关注它的后继发展)的一个好处在于:能让注意力投向那些新的或是被遗忘的

论题 ———从问题的范围和密集程度而言 。在本文中无法去充分地讨论这些论题 ,我只是请大家注

意:某个 5 000人的群体是居住在一个村庄的范围之内 ,还是散布在一片广漠沙漠之上 ,是有着重

大的社会性差异的。

我相信地志学转向和实用主义洞见将会导致对于人类学的历史性的重新反思 ,后者不再被视

为对于广义上的“科学”理想的威胁 ,反而从根本上对它构成支持 。人类学处理历史问题 ,但此时它

并未声称其能够不受历史本身的影响
[ 18] 201

。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人类学合法性最为有力的基础 。

与地志学转向相联系的地理学和社会空间这个双重视野既非现代主义也非后现代主义的 ,它只是

人类学式的:这个形容词意味着对于那种关注社会生活 ———无论它们在哪儿发生———的特殊模式

的坚持。

人类学权威 ,实用主义启蒙

已经到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了 。同时保持对于世界的直接参与和充满活力的理论雄心 ,并且

承认两者之间的联系 ,使得我们能够将人类学放置于由那些研究社会或文化的诸多学科构成的更

大领域中去 。人类学家通过长期地卷入世界 ,认识到了行动和意识是如何浮现出来的。人类学的

质性特征从而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性质。

民族志模式的关注意味一位去接触现实的存在者 ,这一点紧接着就导致了对于人类学的一种

新认识 ———通过其认识论而非其研究对象来界定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部分与整体之间那种相

互界定的关系使得它们都是浮现出来的现实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分析之外来谈论一个

人类学研究对象 。这个对象是某种特定认识论的产物 ,一种认识方法而非预先设定的形而上学实

体。上述立场也间接表明我们不能在整体性的文化、社会或意义体系这样的视野中进行普适化;取

而代之的是 ,我们必须把目标定位于对如下过程进行垂直性的普适化:被看作客观现实的复杂社会

形式从那些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浮现出来 ,而意义也正因这些事件而得以建立 ,受到挑战 ,做出改变 。

这种独特的认识模式可以被运用到各种社会形式和范围之中。人类学家已经自信地进入对全

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比如暴力 、难民潮和人权等[ 23 ,25 , 44-47] 。他们坚持运用自身的学科

去创造新知 ,后者或许能够纠正某些我们正在目睹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学身不由己地卷入

了这个世界(参见文献[ 48])。

无论某个人类学调查中的定量标准是什么 ,所有这类研究都是定性的 ———因为它们都建立在

对于社会空间的体验之上 ,这种体验说明了部分与整体是如何作为浮现出的现实同时相互界定的 。

作为进入特定田野的新面孔 ,人类学家可能会对社会的动态变化产生一个全新的领悟。那些长期

居民不会看到这一点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整体架构和个人行为很自然地一起发生变化。或然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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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 ,我们只能觉察到那些明显的事件 。对于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式敏感、对作为历史性剩余之源的

或然性的人类学感知 ,可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关联性 、更新种种历史性意识。甚至在研究全球性

的关系时 ,人类学家也只是分割出了社会的一个特定面向 ———其特征在于个体行为与全球效应之

间那种特殊而又相互界定的关系。许多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似乎完全忽略了能动性与历史 ,但我倾

向于强调 ,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把个体行动与社会事实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 。

虽然我们因为世界那非同一般的复杂而不能简单地“如其所是”地去描绘它 ,但我们至少可以

承认:日常生活所据以展开的社会复杂性完全值得我们的关注 。经过了生物学的 、语言学的 、文学

的以及现在这个可能的地志学的转向 ,再加上对于相关隐喻表达和理论抱负的吸收 ,社会人类学仍

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此时此刻的希望并不仅仅在于把传统的关注重新组织进一些新的范畴 ,

(有些会是旧有的 ,但它们会通过被再情景化的方式浮现出来),以改变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

它能够超越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潜在可能 ,并满足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说的现时代的实用

主义启蒙的承诺[ 49] 。18世纪的启蒙热衷于反思性超越、正当性和批判性思考 ,并通过推理的方式

设定了解释和认识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性。现在 ,实用主义启蒙仍然坚持对于常识的批判性视角 ,

但放弃了那种认为能够通过理性论证达到一个理想状态的观念。在历史中的任一时刻 ,这个理想

状态都是可以进行讨论的 。正如普特南所指出 ,我们还能够去相信某种进步 ———不是在信奉那种

单向度历史或朝向完美社会状态的目的论动力的意义上 ,而是承认从历史中获得教益的可能性 。

在我看来 ,实用主义启蒙对于当前的反启蒙情绪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这种情绪常常被发现嵌于

原教旨主义的种种华丽辞藻之中[ 1] 306 。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封闭 ,相信各个特定世

界是为独特的历史性情境锁定了的 ,以至于只有内部成员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 。原教旨主义特别

地拒绝承认“他者”能够(甚至仅仅开始去)理解“我们”眼中的意义 ,并且终止所有对话 ,同时声称拥

有影响其他人历史的特权[ 59] 。为了反驳这种观点 ,我们需要保持并且扩展关于生命历程 、开创性

行动和非常事件如何创造历史 ,在实践中如何创造理解的那种独特的人类学智慧。

(译者谭颖 ,审校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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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thropology Towards a Pragmatic Enlightenment ?

Kirsten Hastrup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s history ,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esent an argument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turn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 y.This new turn has a pragmatic attitude , i.e.,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possibility of generalization al-

though he realizes the complexity o f the social wo rld.At the same time ,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topographic turn as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approach.The topographic turn tries to resume the interest to the materiality in the anthropology ,

and it emphasizes the points as follows:the social and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re conflated in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s

are dw elling in particular wo rlds.The topography with pragmatic attitude overcomes the problem of reducing anthropology

to trivial sto ries and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in phenomenology , thereby guarantees the possibility o f “ radical interpre ta-

tio n” ;at the same time , it acknowledges w ell the importance of bodily perceptions and pro jections to understand the emer-

gent nature of the society , w hich is emphasized in phenomenology.This new turn is an ontology about society , and an

epistemo logy of anthropology , at the same time ,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to ethnog raphy and field wo rk.

Key words　Pragmatic;Topography;Radical interpretation;D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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